就叛國定義與梁振英先生商榷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梁家傑資深大律師


拜讀梁振英先生十二月十四日在明報論壇版發表有關叛國定義的文章，筆者特就該文作如下回應：

(一)
大律師公會在其十二月九日對「實施《基本法》廿三條的建議諮詢文件的回應」 (下稱“回應”)中指出，特別行政區只要把現在《刑事罪行條例》內有關叛逆罪的條文，經過去蕪存菁，使其合符回歸後的新憲制秩序和現今文明社會對人權和自由的標準，並於界定有關罪行時能達致精確、具預見性及肯定性，已能履行《基本法》廿三條中有關其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行為的責任。

(二)
諮詢文件2.7段中對於“發動戰爭”一詞，建議採「相當數目的人為某一般公共目的而發動的暴亂或暴動」作定義。由於“暴亂”和“暴動”非涉及常規戰爭，這定義闊得令人不知如何自處。

 (三)
諮詢文件2.8段中，提及具體叛國行為時，亦只以包括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施加強制力，或向其作出恐嚇或威嚇作表述。其中“強制力”、“恐嚇”和“威嚇”均沒有客觀的界定和準繩，亦不具充分的預見性和肯定性。

(四)
基於 (二) 和 (三) 所述，諮詢文件中有關叛國的立法建議便未能符合 (一) 的要求。

(五)
由於《基本法》廿三條所針對的是叛國行為，特區政府在作立法建議時，要能詳細列舉何謂叛國行為，實責無旁貸。公會在回應中，提及於宣戰後加入外國的武裝部隊或給外國資助武器兩類行為，只是舉出其中兩個具體的可能例子。最重要的，還是政府在立法建議中能清楚宣示其立法意圖是要禁制那一類叛國行為。

(六)
一個政府若要以叛國罪起訴其國民，最起碼要做到的就是向國民清楚宣示與另一國家正處戰爭狀態這事實。要求以宣戰來作出清楚無誤的宣示，實在並不過態。要在絕無疑點之下清晰交代這一點，非宣戰不可。諮詢文件2.10段中所指“已有足夠報導的武裝衝突”亦可作為“協助交戰的公敵” 一罪的基礎，實在令人無所適從。

(七)
公會之所以要求把叛國罪中所提“戰爭”一詞以公開宣戰的戰爭或武裝衝突作界定，是為了確保公眾能清楚得悉政府於某一時空所採納的外交政策。以兩伊戰爭為例，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國政府容許美國公司向伊拉克售武。若該等武器供應商，在政府沒有向伊拉克宣戰的情況下，因繼續向伊拉克售武而被叛國罪起訴，那將出現嚴重的不公。

(八)
梁先生於文中舉越戰為例立論，欲說明要以宣戰作為入罪的前提不實際這觀點。越南戰爭根本就是一場內戰。美國只是派兵到越南參與該場內戰。叛國罪主要針對國本安全受威脅，而非本國派軍隊到外國參戰的情況。越戰根本與國本安全有著不同的考慮。越戰期間，美國內有不少反戰的群眾活動，包括最著名如影星珍芳達者，均未被叛國或協助交戰公敵等罪起訴。若美國政府不清楚明確以向越南宣戰給國民說明已跟越南處於戰爭狀態，根本沒有基礎以任何叛國罪行起訴其國民。

(九)
與外國戰爭屬國家行為，代表著政府當時的外交政策。政府絕不能要求可能被政府以叛國罪起訴的國民去猜測究竟當時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甚麼。這也是大律師公會提出要以宣戰來界定何時中國跟外國正處於戰爭狀態的理由。只有這樣才能給予公眾最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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